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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月 3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越过亚洲扩散

至欧洲和南美洲，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截至 1年后的现在（2020年 12 月 31日），全球确诊病例

已突破 8200 万，死亡人数超过 180 万。对于当今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防疫这一现实问题

上，三位老师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关注传染病、防疫、环境和卫生等主题的讨论者，通过三

位老师的研究，我个人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 

首先，我从朴汉珉老师和市川老师的研究中发现，在开港场检疫方面，朝日两国都因主导权问

题而发生过摩擦，这部分非常有趣。两位老师的研究再次确认了这样一个教训：主导传染病防疫的

国家，主导近代文明以及为克服传染病需要国际联合和合作。 

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下，美国、法国、英国等所谓的“强大国家”出现了较高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强大国家”的应对能力比想象中更加无能，对疫情完全束手无策。余新忠老师的“中

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让我有了结合当下疫情，重新思考近代卫生防疫意义的机会。此

外，正如老师所说，这对于纠正当前和未来中国卫生建设的弊病有很大的教益。说到与余新忠老师

的缘分，我还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时，当得知老师要来我校进行讲座的消息后，激动得没怎么睡就

去听了老师的讲座。由于性格胆小，所以没能向老师要求合照和索要签名，今天能见到老师感到非

常荣幸，同时我个人也有几个问题想在此请教。 

1.在 4p中提到：“不能只着眼于近代卫生防疫的明显的近代性和外来性，而忽视传统要素和力

量。可以确认的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观念或行为在清潮末叶之前的中国社会中是存在的。但是，

由于社会力量主导了这一点，其表达方式呈现出个别、自主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特征。”但是老师

在现有的研究中曾提到，当社会力量开展医药局事业时，与国家及官府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然而我

们于此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非但没有出现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的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却在

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出现更多、更为广泛的合作。《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

社会对瘟疫的应对》，p.55）。那么，在与官府合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公共权力介入或行使了与之相

应的权力，对此我怀有疑问。 

2.在 8p中提到：“（近代公共卫生）的近代动力依然是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

精神，以及代代延续的社会性灾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传统在中

国应对传染病方面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东亚，当发生各种灾害时，执政者将其视为上天对实情的



谴责，从这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性灾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中

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少有些难以理解，这让人怀疑是不

是过度解读了这一点。 

3.在 5p中提到：“在以卫生角度实现的近代化过程中，许多的‘进步’是付出了牺牲社会弱势

群体利益作为代价，这是常有的事情”。对此，很想知道是否存在描述弱势群体受害和对社会不满

的文集或记录。正如老师所说，不能说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正确的。但纵观韩国目前的状况，大

多数人为了形成公共利益和健康的共同体，甘愿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和不便。相反，在西欧，由于

将个人的“自由”作为绝对价值，因此没有达成旨在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协议，有认为这是导致

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原因之一。清代发生瘟疫时，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国家的利益，我想

知道当时中国民间有没有形成健全共同体的社会协议？（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乡贤-一般都深受传统

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多少也会顾及到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清

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p.288） 

传染病不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共同克服的课题。将东亚这一区域设

定为传染病相关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今天老师们的研究和讨论，我们

期待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和今后传染病流行的启示。 


